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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青團推動青年「下鄉」之觀察 
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包淳亮主稿 

 

 共青團印發「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的意見」，其

中「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以大學生社團活動為基礎，不是

文革時期「上山下鄉運動」再現。 

 農村現代化解決三農問題，減少城鄉差距亦是「三下鄉」的目標。 

 習近平批共青團殭屍化，共青團面臨改革壓力，企藉推動青年「三

下鄉」扭轉形象。 

 

（一）前言 

2019 年 4 月，中共共青團中央印發「關於深入開展鄉村振興青

春建功行動的意見」，「明確以培育本土人才興鄉、服務在外人才返鄉、

動員社會人才下鄉作為重要著力點，大力培養、凝聚、舉薦一批在鄉

村大施所能、大展才華、大顯身手的青年人才，組織動員廣大青年接

續奮鬥、服務鄉村振興戰略」。由於提到「下鄉」，引起其是否為文革

時期「上山下鄉」翻版的疑慮。本文首先就該意見進行探討，其次是

此「意見」的推出背景，然後略論中共「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最

後再回到共青團，分析共青團希望在此戰略中發揮的作用。 

 

（二）共青團的「三下鄉」 

    前述「意見」計劃「到 2022 年，力爭組織超過 1000 萬人次大中

專學生，參與大中專學生志願者暑期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社

會實踐活動。」這個計畫，讓一些報導誤稱其將讓「千萬青年下鄉」，

但其實一千萬「人次」並非一千萬「人」，「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

活動也不是「上山下鄉運動」。 

就中共官方的論點，青年「三下鄉」，是要讓「現代化生產方式、

生活方式和相關知識」下鄉，目標是「農業與農村的現代化」和「城

鄉一體化」。早在 1980 年代，共青團就已開始在暑期開展大學生「三

下鄉」的「社會實踐活動」，這個作法基本上延續到現在。與文革時

期「下鄉」的時間長達數年不同，每次「三下鄉」活動的時間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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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而目前大陸在校大學生已接近三千萬人，每年有十分之一的

大學生參與該活動，就幾乎可以達到三年內一千萬人次的目標。 

    共青團的「三下鄉」其實是以大學的社團活動為基礎，例如上海

財經大學的「走千村，訪萬戶，讀中國」的「千村調查」暑期社會實

踐活動，廣東中山大學旅遊學院的「阿者科計劃」。共青團還提出「西

部計劃志願者」、「研究生支教團」等長期志願服務計劃，入選的研究

生要到貧困地區的中小學擔任一年的教師。與許多臺灣的大學服務性

社團的參加者類似，這類活動逐漸被當代大陸的大學生視為自我成長

的機會（曹東勃，「國家將動員 1000萬青年下鄉？自媒體又帶節奏」。觀察者網，2019.4.10）。 

 

（三）城鄉差距的客觀現實 

「三下鄉」的目標，「農業與農村的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

這個目標的提出，是因中國大陸的城鄉差距是長期存在的現象，但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前，人們被戶口制度拘束在自己的單位，不容易

對此有所感知。改革開放後，東南沿海與主要城市發展較快，加上人

員流動頻繁、訊息更為開放，使得人們更容易感受到地區與城鄉之間

的差距。 

不過到 2010 年代中後期，許多學者指出中國大陸已邁過「劉易

斯拐點」，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不再大量富餘，並導致中下層勞動力

的薪資快速上漲。與此同時，城市消費進入高原期。隨著中國大陸逐

漸逼近「已開發國家」的門檻，進一步提升中、小型城市、農村的生

產力與消費力，已成為避開「中等收入陷阱」、擴展中國內需市場的

主要方向。在此背景下，逐漸「拉平」中國城鄉之間的教育、醫療、

養老等的差距，已是「改革開放」下一步的突破重點，而這也就成為

前述「意見」所稱「大施所能、大展才華、大顯身手」的背景。 

 

（四）中共當前的「鄉村振興戰略」 

前述的時代背景，意謂著當前中國的「農村問題」，已經與過往

有所不同。過去的中國農村被視為是「一窮二白」。前中國大陸國務

院總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1965 年擔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曾提出「社

會主義新農村」概念，目標僅是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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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機械化」，並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而這些目標都基本

已經實現。 

大約 1990 年代後期、2000 年代，農村面臨的困境，已經轉變成

在快速現代化的背景下，「人口流失和生活方式轉變正在使鄉土文化

趨於解體。一些具有百年歷史的古村莊人去屋空，流傳千百年的民俗、

手藝瀕臨失傳，縣志、村志等鄉土文獻整理無人問津，鄉村文化設施

老舊短缺，賭博迷信等不良風氣抬頭」（人民日報）。無怪乎 2006 年中國

大陸「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強調建設

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

潔、管理民主」。 

而到 2017 年 10 月 18 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鄉

村振興戰略，雖然依舊聲稱「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

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但如前所述，其目標已經與過往不同，且手段

也已大有不同。例如江蘇共青團啟動「新農菁英」培育發展計劃，廣

東共青團構建「領頭雁」，浙江共青團開展「家燕歸巢」活動，湖南

共青團開展「引老鄉、回故鄉、建家鄉」返鄉青年創業就業推進會，

陝西共青團實施「萬村萬人」青年電子商務人才培養計劃等（「團中央部

署開展鄉村振興青春建功行動點擊」。中國青年網，2019.4.12）。在相關介紹中，可以

看到「鄉村振興戰略」希望「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

培養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保障農

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通過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

展……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中國大陸希望藉由引進新興產業、發展電子商務等內容，以「非

農業」帶動「農村」發展、並提升農民生活水準的舉措。雖然農村相

對於城市，在就業、就學、就醫三方面，都將長期處於弱勢，但在城

市房價「高處不勝寒」的情況下，藉由持續以基礎建設提升農村生活

品質，輔以輿論重新塑造民眾對農村生活的想像，包括提供一些「下

鄉」青年可用以「肯定自我」的相關論述，或許有機會強化中共對農

村的掌控，提升農村經濟活力，乃至於有助於在農村維持人口替代、

緩解少子化與老齡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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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青團「主動請纓」的背後 

    面對始終存在的三農問題，共青團「主動請纓」，推動青年下鄉，

則或許是其面對組織存續壓力的不得不然。2016 年 8 月 3 日「紐約

時報」報導稱，許多通過共青團晉升的官員，已在習近平時代被邊緣

化。當時中共提出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縮減共青團中央的領導層，

加強黨對共青團的控制，並讓其重返基層，為爭取中國的年輕人而努

力。此前由於脫離群眾，未起到其本該在年輕人中啟發理想主義的作

用，當時媒體人李大同批評稱：「共青團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殭屍」（儲

百亮，「習近平為何要整頓共青團」。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8.4）。 

「紐約時報」報導稱，宣布共青團改革方案的幾個月前，中共紀

委就「發佈一份相當長的、指出包括共青團領導人高高在上等問題的、

措辭異常嚴厲的意見」，要求團中央領導「積極消除『貴族化』傾向」。

「多維新聞」甚至在 2017 年 6 月 5 日的報導指出，習近平批評共青

團「空喊口號」、「形同虛設」、「四肢麻痺」、「說科技說不上、說文藝

說不通、說工作說不來、說生活說不對路。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句官話、

老話、套話，同廣大青年沒有共同語言、沒有共同愛好，那當然就會

話不投機半句多」，「隨後，時任共青團第一書記秦宜智於 2017 年 9

月轉任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並落選中共「十九大」

代表……仕途明顯受挫」。此後共青團第一書記懸缺多時，到了隔年

6 月，才由賀軍科接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在共青團人事大整頓的背景下，該單位的組織目標，反而變得更

加具有臺灣戒嚴時期「救國團」的色彩。「三下鄉」的內涵，也與一

些臺灣的大學裡面的「服務性社團」顯得愈來愈類似。此外，當前中

國大陸的國家領導人如習近平與王岐山，都將他們的「下鄉」經驗當

成鍛鍊自己的機會；將此刻的「三下鄉」與文革的「下鄉」混淆，在

中國大陸境內也未必會引起太多漣漪。 

 


